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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人类学更加注意学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产生了新的分支学科———公共人

类学。本文讨论了公共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包括新媒体、博客、互联网在人类学中的应用，公共人

类学的理念与视野，公共人类学对传统议题的提升，公共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发展等。迈向公共

领域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公共人类学与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构

建人类学之中国研究、应用与实践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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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摇篮椅上的人类学家，到殖民境遇中的人类学，再到后现代人文表述危机中的写文
化，人类学学科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人类学要么被当作“智力游戏”而成为贵族科学，要么
被认为与殖民、权力、霸权脱离不了干系，要么因其学科内在的批判意识而被主流意识形态边
缘化，由此形成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大悖论。一方面，人类学擅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中
呈现社会文化图景，描述并阐释社会中多元的文化逻辑，由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叙事方式所
形塑的人类学知识生产范式决定了这一学科与其研究的经验世界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的紧
密联系；但另一方面，因其独特的学科发展历程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过往的人类学研究多少有
些顾影自怜，这使得普罗大众很难参与到与人类学的对话之中，人类学因而在公共领域中也鲜
有掷地有声的话语，由此，人类学与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自然联系一定程度上被无端割裂开来。
其实，人类学家一直都具有公共关怀，从没有停止过对社会现实的思考。１９２９年出版、由

博厄斯撰写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其关注议题就已涉及种族、平等、教育、文化、国家主义与
现代文明等诸多体现公共关怀的方面。① ２００６年，马库斯在论及《写文化》出版二十年后的美
国人类学发展时，也着重谈到公共导向的与公民的人类学已然成为目前人类学发展的一大主
流。② 所谓公共人类学（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即指走向公共领域的人类学。一方面，利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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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杨小柳副教授、博士生刘家佶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
习期间，帮助收集了相关资料，本系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参与了相关主题的讨论，特此致谢。

参见Ｂｏａｓ，Ｆｒａｎｚ，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ｆｅ，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１９２９。
参见乔治·Ｅ·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２０年的美国人类学》，［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Ｅ·马库斯

著，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版。



为广泛的渠道参与公共事务，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人类学的学科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强调开
放学科边界，让更多的学者与民众参与到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之中，通过双向、良性的互动，促进
学科与社会的共同发展。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美国人类学家》（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杂志连
续刊登一系列论文，介绍当今公共人类学的发展。作为应用与实践人类学的拓展，公共人类学
不仅强调人类学知识如何在经验世界中得以实践，更将人类学知识带到公共领域加以审视与
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广泛的回应，进而更具批判意识地与人类学之外的他者对话，并以此反观
自身。诚如马库斯指出的：“对公共人类学的期待暗示出，这门学科将在它的研究努力中更关
注它的责任、它的伦理和它对各种他者的义务，而不是关注将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推动的行会
似封闭的，对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的痴迷。”①

本文将聚焦于公共人类学的诸多议题，反思人类学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具体而言，即
人类学应该怎样走出学术的藩篱，直面公众？本文的论述，涵盖了近年来世界人类学在公共领
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力图从公共人类学与传播媒介、公共人类学视野下的新主题、公共人类学
与传统议题、公共人类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等方面叙述和分析当代人类学研究的公共意识与导
向。可以说，迈向公共领域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公共人类学与中国经世致用
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构建人类学之中国研究、应用与实践的新路径。

一、公共人类学与传播媒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已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的重要阵地。在
这一虚拟平台上，日新月异的传媒技术为人类学的学科实践提供了多种途径。专业的人类学
网站与博客不仅成为学术知识和信息的重要传播载体，网络中的交流互动也使人类学家在虚
拟时空中直面社会。通过这样的渠道，普罗大众可以积极参与到许多人类学议题的讨论之中。
首先，网络平台的无限性使人类学走向大众生活。以前，人们获取专业人类学知识的途径

往往是纪录片、电影的零星片段或一些报刊文章对相关研究的简要介绍。由此所带来的问题
在于，人们过于关注概要性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忽略了研究过程和成果的复杂性。这种状
况，在生物人类学领域尤为突出。为此，威斯康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人员约翰·郝克斯（Ｊｏｈｎ
Ｈａｗｋｓ）开始利用博客空间向公众展示他的古人类学研究，将复杂专业的学科术语转换为平
实普通的语言，向大众解释研究进程与发现。此外他还常在博客中对近期较为重要的研究做
一些述评，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生物人类学议题的重要平台。② 与此相似，麦克吉尔大学博
士后尤金·瑞克海勒（Ｅｕｇｅｎｅ　Ｒａｉｋｈｅｌ）创办的网站（ｗｗｗ．ｓｏｍ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ｎｅｔ）则向大众展示
了包括医学人类学、科学与技术研究、文化精神病学及生物伦理学在内的很多人类学相关议
题，向人们介绍医学人类学的相关会议和出版物，并提供其他有关期刊、网站、博客的链接。人
们可以在该网站上自由讨论议题、发布信息和寻求帮助。③

事实上，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网络不再仅仅是一个提供信息的工具，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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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Ｅ·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２０年的美国人类学》，［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Ｅ·马库斯著，

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１５页。

参见 Ｎｅｌｓｏｎ，Ｒｏｂｉｎ　Ｇ．，“Ｊｏｈｎ　Ｈａｗ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Ｖｏｌ．１１２：Ｎｏ．２，２０１０。

参见 Ｈａｈｎ，Ｒｏｂｅｒｔ　Ａ．，“Ｕ　Ｇｏｔｔａ　Ｃ：ｗｗｗ．ｓｏｍ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ｎ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Ｖｏｌ．１１２：Ｎｏ．２，２０１０。



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界传统上以研讨会和沙龙形式进行学术交流，而博客不仅部
分承载了其功能，更以便捷和即时的特性为这类讨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人类学为主
要议题的博客目前已经发展至数百个，人们通过这些博客共享知识、进行争论、激发新观点。
通过博客，还绕过了传统的审查制度和出版门槛，使不同层次的人类学者能够在公共领域发出
自己的声音。“野性思维”（Ｓａｖａｇｅ　Ｍｉｎｄｓ）是由一些年轻教师与研究生创建的博客，借助博客
他们讨论理论、学科历史、课程、教学方法及个人研究。与“野性思维”这样的群体博客相比，
“零点人类学”（Ｚｅｒｏ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则极具个性，由康戈迪亚大学研究人员马西米兰·福特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Ｆｏｒｔｅ）个人主持，在博客上他与评论者频繁互动。此外，美国人类学协会（ＡＡＡ）
也拥有自己的官方博客，主要用于介绍协会决策、目标、委员会、年报及发展新趋势等内容。①

新媒体同时扩展了学者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与能力，也为公众参与其中开辟了空间，其
范围小至一个城市的绿地规划，大到全球性的环境与安全。“东京绿色空间计划”即为其中的
一个具体实例。人们以往对东京的印象多为充斥着高楼大厦的灰色森林。为改善东京的人居
环境与国际形象，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人类学家主持了“东京绿色空间计划”，目的在于探讨
如何将东京转变成一个人居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都市森林。计划始于２００９年３月，人类学
家希望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收集资料，并分析计划的设计过程。计划设有专门的网站与博
客，向市民和各界专业人士开放，吸引了城市规划者、环保工作者、园艺者及普通市民的广泛参
与和集思广益。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带有不同的理念，有的试图将日本田园景色移植到城
市空间中，有的则设法比较世界不同大城市的绿色规划。这些公开展示的方案同时开放给市
民的评论，并能得到反馈和建议。通过这一媒介，可以观察设计过程中设计者的观念、表述，与
大众的互动，以及作品的再生产，并进一步付诸实践。②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已经将眼光拓展到了全球性议题上，参与方式也趋于多元。人类
学者通常在世界性的组织中担任研究者、国家代表团成员、ＮＧＯ成员等角色。除了传统的会
议、论坛等公共活动的形式之外，他们还利用新媒体，如卫星会议等参与全球议题的讨论。

２００９年，联合国的世界气候大会显示了这一趋势。一些人类学家利用网络、博客寻找合作伙
伴、拓展研究、宣传环保或环境议题，并注重与公众的交流和与专业人士的对话。可见，新媒体
的广泛运用，提供了一个多重视野并置的机会，使各方在沟通与协商中共同形成对影响气候变
迁政策的集体行动力（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③

此外，民族志与新媒体的结合也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展示方式，逐渐改变了人类学者的研
究视角。传统上人类学家利用视频收集资料，记者们利用视频讲述故事，现在一些人类学者试
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学者与记者的视角融合，提倡从人性的角度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
同时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引入公共领域。由马里兰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们与合作项目的
记者共同拍摄的人类学风格的纪录片《移民的声音》就是这一理念的产物。④ 新媒体的推广与
运用，共同推动了数字民族志（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一种由图像、声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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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Ｍａｃｌｉｎ，Ｅｄｗａｒｄ　Ｍ．，“Ｔｈｅ　２００９Ｕ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ａｌｋ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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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纯文本及各种超链接组成的叙述模式。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开始研究数字民族志本
身———组织资料的数字形式正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信息获取与认同。堪萨斯州立大学威
舍（Ｗｅｓｃｈ）教授开展了一项研究，即把民族志短片放到了ＹｏｕＴｕｂｅ网站上，试图说明通过内
容与形式的分离，网络已经根本改变了信息的存储、检索与制造。此外，还说明了通过链接、标
签等方式，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突飞猛进，传播方式也有了较大变化。他与合作者的三个短片
即是关于当前信息革命的另类民族志，由此他们进一步探索了科技时代的信息结构与社会关
系。威舍的研究，为理解全球变迁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入口。①

毋庸置疑，媒介的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反思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念。例如，
“人行道广播”（Ｓｉｄｅｗａｌｋ　Ｒａｄｉｏ）网站基于这样的理念：“没有局内人和局外人，我们都被卷入
世界经济之中。”该网站的创始人视觉人类学家马蒂·奥特内兹（Ｍａｒｔｙ　Ｏｔａｅｚ）是加州大学尔
湾分校人类学博士，他拍摄了一系列关于烟草行业的人类学影片，反映了烟草工业的垄断、烟
草控制与公共健康等话题。他的基本理念是：作为行动者，民族志作者被社会性地置入了他们
研究的世界；应该打破理论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的区隔，向学者与公众呈现出理论与行为间的
批判性联系。当然，他也同样面临着很多人类学公共节目的职业困境：在受众增多，参与性增
强的同时，却面临着资金短缺，以及节目对人类学家教职生涯帮助不大等问题，从而影响着多
媒体世界对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批评。“人行道”节目也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除服务公众外，
也与专业领域保持复杂联系，建立包括影片链接、方法、文本、参考文献在内的数据库与信息
源，使之有益于理论建设、教育与政策制定。②

在这些新兴技术与媒体蓬勃发展之际，传统媒体亦发生了转型。电视节目的私有化正逐
步取代公共媒体，人类学与民族志节目也不得不面对媒体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如英国广播公
司（ＢＢＣ）的民族志系列《消失的世界》（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播放近三十年，影响深远，然而，

１９９７年这个节目停播了，民族志节目就此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中消失。美国也有类似情况发
生。但在一个法德合办的公共电视频道ＡＲＴＥ中却开设了三个民族志风格的常规节目：《异
乡／世界奇观》、《世界服饰／服饰与人民》、《神话的艺术／艺术与神话》，这些电视节目表明了当
代人类学的复杂性。其中，《神话的艺术／艺术与神话》关注濒危文化与艺术，如毛利人的项链
垂饰、霍皮人木偶、科迪亚克的面具等。这些电视节目，从博物馆开始，逐渐延伸至与之相关的
社会文化语境，包括人类学者、艺术史学者的解读。③ 换言之，通过将博物馆中的“物”转移至
此“物”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并借助历史学者、人类学者之阐释，向公众展示了文化表现的
复杂性。在全球数码时代，传媒人类学逐步参与和深入电视领域，人类学与传媒的关系也日趋
复杂。
就传统展示方式而言，舞蹈亦是人类学面向公众的一种途径。２０１０年，正值人类学者、舞

蹈家凯瑟琳·邓纳姆（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ｕｎｈａｍ）百岁华诞。凯瑟琳·邓纳姆曾创建了美国第一家
非洲美国现代舞公司。作为一个舞蹈设计者与人类学家，她实践了从研究到表演的转变：其创
造的舞蹈源于大量的民族志调查，以舞蹈向观众诉说异文化的故事。她在百老汇的众多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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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作为一种公共人类学的形式，将黑人文化搬上舞台，展现了海地丰富的音乐与舞蹈，影响
广泛。凯瑟琳·邓纳姆以舞蹈艺术的形式批评了美国文化以各种形式深刻影响到种族认同的
情况，并利用舞台倡导关于种族正义的对话。她的电影也展现出人类学对非裔美国人文化与
艺术的宣扬，同时也批评了简单对待民俗的思想。例如，她的四分钟的芭蕾舞作品《风暴天》，
展示了黑人舞蹈者的灵活性与能动性，驳斥了人们所习惯认为的黑人体格只适合跳某种单一
形式舞蹈的说法。她还把人类学关怀和理念注入舞蹈的形式中，希望凭借这一更加大众化的
表现形式影响大众思维。数码资源的新发展，也促使其工作和哲学思想更加广为人知。①

新兴传媒不仅改变了人类学的传播方式和参与途径，也促使人们直面权力关系的问题。
语言多样化、学术霸权、文化多元主义等议题促使人类学家们关注新的权力格局，并显示出人
类学参与公共事务的批判性和实践性。
人类学者相信资讯能启迪心智。在全球化时代，网络作为知识传播的便捷通道之重要意

义日渐突出。Ｖｉｂｒａｎｔ网站是巴西人类学协会的在线杂志网站，该网站鼓励用除葡萄牙语之
外的各种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发表论文，显示出巴西人类学研究的多样化特征，同时也
力图为各国人类学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以丰富全球范围的人类学知识。另外，它也反映出作为
全球政治议题的语言问题。② 像Ｖｉｂｒａｎｔ这样的学术期刊，同样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各种符
号、信息被估价交换。语言在其中也成为一种资源和资本形式，成为学术交流与发展的中介或
者障碍。Ｖｉｂｒａｎｔ目的在于促进全球范围内语言、文化乃至理论间的交流。人类学界对世界
性的普世主义与国家性／民族性的特殊主义的关注已经持续多年，在语言问题上亦存在着这样
的悖论：我们需要共同的语言来谈论多样性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层面的学术交流中，
没有任何语言能够与英语匹敌？全球交流的“语言实用主义”其实也是由历史与社会所建构
的。Ｖｉｂｒａｎｔ多语种出版的尝试，或许能为这种困境提供一条出路。此外，这也是一个反思全
球南北知识流动的窗口，“南方”输出资料、“北方”输出理论的模式应受到质疑。学术界中的这
种中心与边缘、霸权与非霸权，与后殖民交换的不平等性相似，由此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打破
这一困境。Ｖｉｂｒａｎｔ的学者提倡在学术研究中进行系统比较，形成对话的关系，以创造一个更
加公平、多样的全球人类学共同体。巴西人类学的多样性也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其形成
和发展受到法国社会学与哲学传统和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经验研究的影响，同时关注学科自
身在受权力格局形塑的世界中的地位，并以此挑战由中心边缘关系而导致的不平等的国际学
术话语，进而试图寻求超越二元对立的解决之道。③

二、公共人类学视野下的新主题

公共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在于，人类学如何走向大众？怎样处理人类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创刊于２００９年的《今日人类学》（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Ｎｏｗ）可以提供一些思考。该期刊主题即在于
探讨人类学家如何参与当代政策讨论，并向公众传达人类学如何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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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展示出的挑战和困难或许正是当今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即如何走出学术圈，走向大众。
《今日人类学》花费很多精力进行“文化翻译”，尤其是解释一些很专业的学术词汇，如“物化”
（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之类，使之能够为大众理解和接受。的确，学术界应该提供一些与公众领域相
互交叉的空间，应该关注民间，从另一层面解读生活，诸如越战老兵返回越南凭吊所展现的历
史记忆，考古发掘、解释与呈现，流行文化分析及美国当代历史等。人类学者需要搭建学术与
公众之间的桥梁。①

１．考古学与公众问题　近年来，考古学者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公众”不再仅仅是一个简
单同质的群体，相反，他们在保护和保存考古学资源的同时亦要面对公众广泛而多样化的兴趣
与需求，服务于多元社群。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讨论了考古学与公众的问题。②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两位学者提供了具体的案例与分析。特丽萨·Ｓ·莫耶（Ｔｈｅｒｅｓａ　Ｓ．
Ｍｏｙｅｒ）在《文物收藏与公众》中指出，考古学家们长期以来将工作重心放在考古地点的田野发
掘与探索上，而非博物馆的器物研究。她认为，这些博物馆中的收藏不应只是挖掘工作的终
点，而应将其视为历史事件中的关键部分，因此，她呼吁考古学家们应该同时关注与支持博物
馆中的器物研究，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历史的途径。③ 索菲亚·凯利（Ｓｏｐｈｉａ　Ｋｅｌｌｙ）《考古遗
址管理的发展与实施项目》一文则关注志愿监控如何减轻洗劫与毁坏文物的威胁。鉴于经费、
精力有限，很多土地管理者对于所辖地域文物遗址的保护往往显得有心无力，而考古遗址管理
项目则能增进私有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当文物遗址发生损坏时则能及时追踪近况，同时
可以教导公众，为其提供不可多得的接触文物遗址的机会等。④

此外，巴巴拉·Ｊ·利特尔（Ｂａｒｂａｒａ　Ｊ．Ｌｉｔｔｌｅ）和纳撒尼尔·阿穆德·克拉克（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Ａｍｄｕｒ　Ｃｌａｒｋ）从加强社区联系与促进民主对话的角度提出了独到见解。他们拟定并提倡的
《考古学与公民条约》（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强调，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充
当着历史记忆与社会资本的功能，那些隐藏的故事培育了公民的共同体归属感与共同历史感，
并通过信任、互惠、共享价值和个人之间的联系而发挥重要作用。⑤

２．战争　近年来，美军的“文化转向”将人类学与战争的关系再一次置于争论之中。美军
“人群地域系统”（Ｈｕｍａｎ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的出现及其招募人类学者为其提供作战地伊拉克
和阿富汗的“文化知识”引发了许多冲突与论战，涉及人类学研究在战争中的角色、人类学学科
声誉、人类学者的尴尬身份等很多与伦理相关的问题。人群地域系统的支持者则认为此事无
关伦理，反而可以帮助拯救生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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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蒙哥马利·麦克菲特（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ＭｃＦａｔｅ）认为，“文化信息应作为军事行动与
公共政策的基础”，他对人类学在战争事务中的角色持正面态度：“如果人类学者不提供这些信
息，还有谁能？”①美军开发人群地域系统，希望其有助于理解占领地高度复杂的地方社会文化
环境，以便于根据地方社会文化的特殊情况，制定行动决策。而解读文化需要社会科学家与区
域专家的协助。美军认识到忽视地方文化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应该避免因文化误解而
产生的暴力行动。人群地域系统官员声称，该系统与美国人类学会奉行的伦理没有冲突。麦
克菲特认为，人群地域系统是人类学者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并由此影响决策，使战争人
类学化。遭遇一系列的经费削减和阻碍后，这一系统的组成人员简化为６名人类学博士、４名
人类学硕士，其他大部分人员则为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专业。尽管如此，人群地域系统仍然遭
到许多人类学者的严厉批评。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基于对该计划的细致调查，美国人类学会发布声
明，认为该系统如此运用人类学专业知识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将相关人类学者置于违反人类学
伦理的处境。在战争情况下运用人类学知识，造成学科及其知识生产很容易受到合法性的质
疑与挑战。其一，该系统是否可以减少战争人员伤亡；其二，资料收集的真实性；其三，人类学
者究竟是知识分子，还是间谍；其四，该系统如何运作，与人类学者关系又如何？美国人类学会
还提出，拒绝这一学科成为战争的推手和宣传工具。此外，公众日益增长的反战态度也极大的
挑战了该系统，并对其所宣称的“不伤害”及其附注“或至少帮助军队减少伤害”提出质疑。②

３．医学　公共健康及社会性医学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医学知识所能解决的能力范
畴，因此，人类学者在医学领域的参与日渐重要，一些重要问题，如器官交易、毒品、艾滋病等促
使学者们将目光投射到那些对相关领域现实问题有所助益的研究与行动之中。
新近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全球范围的人体器官市场，器官移植导致了人体商

品化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的不平等与剥削逐渐加剧：贫困地区的人们出卖自己的身体
器官，而这种情况又常常被买者以捐赠、自愿甚至生命礼物等话语所掩盖。③ 人类学者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展开器官移植研究，探讨器官走私的机制与社会网络（大部分国家禁止器官
交易）。斯盖普·休斯（Ｓｃｈｅｐｅｒ－Ｈｕｇｈｅｓ）的研究表明，器官与资本的流动路线是一致的，即
从南到北，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从穷人到富人，从黑人到白人，从女性到男性。另外，她并
不止步于了解和阐述这一过程，还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她加入了“器官观察”项目（Ｏｒｇａｎ
Ｗａｔ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观察器官的全球流动，向世界卫生、医疗组织提供意见与建议。更值一提的
是，她本人及“器官观察”组织还与新闻记者密切合作，认为发挥媒体的力量，能够使人类学研
究让更多民众知晓，并可相互学习专业知识。尽管就研究方法而言，斯盖普·休斯有时不得不
进行秘密研究，这使得器官移植研究的人类学伦理受到挑战，但在这个器官交易日盛的时代，
她的研究的确能够提供极为有价值的参考信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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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在医学领域对公众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金永吉（Ｊｉｍ　Ｙｏｎｇ　Ｋｉｍ）博士。他是美国达
斯摩斯学院的院长，在医学与人类学领域有着丰富的职业经历，曾在哈佛医学院任教，之后成
为世界卫生组织顾问，是艾滋病问题负责人，被评为《时代》杂志２００６年最有影响力的百人之
一。曾与合作伙伴在海地农村开设诊所，在秘鲁首都利马设立戒毒中心。其奉行的理念是，世
界需要改变，但更需要对现有权力结构下的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与介入。金永吉组织关爱艾
滋病患者的活动，用实际行动强调“拯救生命”的重要意义。他的活动也反映出另一问题，即人
类学希望促成结构性转变的愿望与实际行动不足之间的张力。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事实上很
难被改变。金永吉的努力为解决这种张力指出了一个方向，即寻求理想、观念与务实行动的契
合之道。由此挑战了充满暴力的全球政治经济，重新思考了主导结构下的知识生产是否在不
断制造不平等，并从道德维度反思了全球资本主义。①

４．社区研究与服务　近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影响到投入学术研究的公共预算，一些私人捐
助在逐渐减少，一些学校则通过院系合并等措施来削减开支。在此背景之下，社区参与为人类
学提供了一个超越学科边界，走出校园的机会。人类学者们将那些涉及公共议题及相关基金
的运作都囊括在社区参与的范围之内。人类学整体观使其能够在广泛的社会情境下以接近经
验的视角去定位社区意义和事务，并在社区内部找到平等的解决问题之路。

一些学校走进社区，将社区研究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通过向居民提供教育、经济发展、社
会公益等服务，积极协调不同族群和阶级的关系。在社区参与中，一些学校探索了相当有效的
协调机制，如德克萨斯大学的多样性和社区参与部门（ＤＤＣＥ）就在协调社区成员、官员、教员、

学生和志愿者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尤值一提的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人类学系的文化
系统分析小组（ＣｕＳＡＧ），于１９８９年建立，关注华盛顿和美国东北部社区内的毒品、犯罪、暴力
和性健康及家庭和儿童问题，展现了人类学在都市地区持久的社区参与行动。在社区行动中，

强调“在场”（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的民族志方法所提供的深度地方信息（ｉｎ－ｄｅｐ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当化工厂要在居民区选址建设时，通常要成立市民咨询小组（ＣＡＰｓ）

对其评估，并负责沟通工厂与社区的意见。市民咨询小组往往流于形式，仅仅成为工厂处理公
共关系的工具，这就使得一些沟通收效甚微，问题解决不力。详尽的民族志研究能够展示这一
过程，叙述、分析工厂与居民之间的沟通过程，评估其成效，找出双方协商共赢之道。②

由此可见，人类学走进社区，其“向下看”的学科视角和“参与式”研究方法展示了这个学科
日常世界中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潜力。当然，如何与社区成员保持持久关系，怎样建立真诚
合作，如何衡量项目绩效，如何赋权等也成为社区里的人类学家们必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三、公共人类学与传统议题

公共人类学不仅涉及全新的社会文化领域，还因其参与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和促进文化

发展的公共精神，与人类学的许多传统命题，如种族、女权主义、移民、文化等密切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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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种族　种族问题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人类学家们尤其关注那些制度化
的种族问题。其复杂之处在于，常常与一些结构性因素，如房屋、教育、医疗等相关联，还与贫
穷、移民等全球性的复杂进程相缠绕，而性别、阶级、宗教等更是使种族问题错综复杂的重要原
因，并由此展示出种类繁多的潜规则。在美国，随着奥巴马上台执政，关于种族的众多争论浮
上台面。美国人类学会就种族不平等议题组织了讨论，参加者包括种族研究者、政策制定机构
代表、人权活动者、记者等。“奥巴马，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种族地位的转
变？围绕这一相关话题，人类学家举办了“种族问题新对话”的会议及相关活动，并将之视为公
共教育计划中种族议题的一部分。该计划包括博物馆展览、网络互动、教育素材，展现了种族
作为一种“发明的范畴”的历史过程，以及种族与种族主义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无疑，种族问题
正在挑战美国“多元民主”的基本准则。人类学家强调，应该在全球时空中看待种族问题，考察
种族问题与贫穷、种族主义、歧视、移民等因素的关系，并表示应该增强人类学在种族问题方面
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但人类学家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行动，仍然不是很明确。为了逐
渐解决这些问题，不少人类学家建议美国人类学会定期举行关于种族议题的会议，并以圆桌会
议的形式将会议讨论公之于众，以利于关注公共领域的人类学家参与其中。①

２．女权主义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海地地震之前，很多美国人对海地的历史一无所知。在
主流媒体眼中，海地一般被带上贫穷、绝望、无助等污名化的印象。人类学家吉娜·尤利斯
（Ｇｉｎａ　Ｕｌｙｓｓｅ）在其博客中称：“我常常质疑那些对海地的简单分类以及对海地人的不人道表
述。”地震后，借助大众对海地问题的关注，一些人类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利用网络和博客空间，

讲述有关海地妇女的真实生活状况，展开关于海地问题的公共教育，祛除一般媒体对海地的表
面分析和耸人听闻的报道。在海地，贫困、暴力、剥削、无助与危险构成当地女性的基本生活。

海地女性主义者梅尔莱特（Ｍｅｒｌｅｔ）认为，应该从妇女的视角看问题，抛却成见，激发女性的潜
力，反对军队和警察用强奸作为控制妇女的手段。梅尔莱特的见解与行动与一个美国黑人女
性团体（Ｃｏｍｂａｈｅ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达成一致。公共人类学者吉娜·尤利斯和马克·舒勒
（Ｍａｒｋ　Ｓｃｈｕｌｌｅｒ）于２００９年合作了一部电影，讲述了五位海地女性在恶劣经济条件下生存的
故事。在海地，妇女若抱怨糟糕的工作环境，将面临失业的危险。可以说，海地妇女承受了来
自经济危机、不稳定政治、种族歧视及断裂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压力。早在地震之前，这两
位公共人类学者就随电影制作而开通了一个网站，介绍海地贫困的历史，呼吁大家行动起来。

同时，他们关于海地的知识与思考也将海地女性的议题带入了全球女性主义共同体之中。②

３．移民　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加速，这在一些边境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人类学家极为关注边界地区的考察，尤其关注全球化与劳工移民中的人权问题。在美国与墨
西哥边境，非法流动的人口、危险交易、频繁的军事化行动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聚焦之处。对
于那些边境地区的居民来说，这些境遇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

地方官员、社区代表及人类学者们共同提倡保护边境沿线人民的公民权与人权，特别是与种
族、族群、公民身份相关的问题，比如，保障边境社区安全，减少军事化行动，杜绝移民官员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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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等。他们建议政府建立综合性的、宽容的移民及边境政策，取代军事行动和边界墙。强调
具体、可行的方略，以及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样，人类学家便可参与其中。同时，他们也鼓
励边民参与到移民政策的制定中，形成整体、合作、共享的方案。①

移民及其后代的种族化问题一直是美国移民的核心问题。马里兰大学“Ｐｒｉｎｃｅ　Ｇｅｏｒｇｅ村
移民”服务学习项目让学生走出大学之门，到他们的邻居中间去学习、了解复杂的移民问题。

他们一边为庞大的移民群体提供服务，一边收集移民的个人生活故事，并以此展开研究。学生
们到社区拍摄居住在这个区域的移民的生命故事，并开展一系列相关的讨论会，从民族历史的
视角和当地视角来看美国的移民问题。②

４．文化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领域经久不变的经典命题，同时，它也成为公共话语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马来西亚，文化既是人们通过具有传统意义的组织来思考、行动
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地民众体现地方认同的重要手段。２００８年，朱利安·

李（Ｊｕｌｉａｎ　Ｌｅｅ）召集了一批社会科学者探讨什么是马来西亚文化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文化
在马来西亚是指一种流变的并且与当代马来西亚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而非某种静态的艺术或
风俗。在马来西亚，人们通常将文化与政治分开，认为政治意味着斗争与变迁，而文化则是自
然养成的。但是，文化与政治关系密切，特别是当其与族群化的社会政策、性别及语言使用相
连时，这种关系就更加明显。但是，马来西亚仍在实行一种特殊的多元文化主义，凡是敏感议
题（政府认为会引发社会与政治动乱的话题）都要受到审查，很多文章只允许用英文出版，公众
也就较少机会了解相关的文化政策及其他族群丰富多彩的文化。由此，公共人类学的加入，为
向公众宣扬和推广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提供了一条适宜、可行的路径。③

四、结语：公共人类学与中国问题

从近年来人类学的发展不难看出，人类学可能正面临着一个整体转向———迈向公共领域。

这不仅反映出人类学自后现代思潮兴起之后所体现出的反思、内省与自觉，同时也折射出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逐渐深入，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已被深深卷入了彼此密切关联的整个世界之
中。当代人类学所面临的，不单是研究对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还有由信息时代、风险社
会、流动加速所带来的种种新的境遇与挑战。因此，在承认世界具有动态的、复杂的特性及其
中蕴含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前提下，不少人类学家都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反思如
何走向公众，面向多元多样的社会世界。

就公共人类学的核心议题而言，何谓“公共”，究其根本，乃是一种公共精神、沟通理性及
“共善”（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的追求。在中国，并不缺乏公共人类学的传统资源，从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入世精神，均能体现出“为公”

的思想。可以说，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为公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

这一点深刻体现在费孝通先生“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治学理念与实践精神之中。费先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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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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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社会，关注民生，造福于民，并一生践行着“志在富民”的理想。对于人类学的学科目的，费
先生曾言：“应当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
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①这与如今所强调的公共人类学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费先生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正是人类
学的公共精神所在。
现今，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社会转型，不仅面临着诸多的社会问题，也面临着人类学这个

以研究“现代”社会为己任的学科的内部变革。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学者们就
已开始关注社会转型所引发的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如都市化、贫困、流动人口、新移民、
公共健康等。在最具经济活力的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不但成为当地主要的劳动力，而且逐渐
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边缘化的生存境遇颇受学者关注。②由此引申出的问题，不
仅仅是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还涉及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如乡村都市化③及珠三角泛都市
区的形成④等。此外，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环境问题与公共健康问题日益受到民众关
注。由生态破坏所引发的环境抗争逐渐为学界重视，这不仅仅关乎社会正义，同时也涉及到地
方社会对生态问题的认知革命与文化自觉。⑤作为公共健康的重要问题，艾滋病也逐渐进入研
究的视野。对于社会而言，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不单体现为一种生理疾病，在社会认知过
程中所体现出的道德恐慌、治理伦理与信任危机，更值得公共关注。⑥在公共人类学最为关注
的公民社会、公民性与社会公益、社区建设等层面，中国的人类学者也有长足的进步。在实践
过程中，他们开始摸索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公民社会发展之路，强调借助行动的力量来追求平
等、获得尊重及维护社会公正。⑦

由上不难看出，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公共人类学成为了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但对于中国人
类学乃至社会科学界而言，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就其知识基础与实践传统来说，中国人类
学都已体现出较强的公共意识与倾向，具体体现在人类学不同的分支领域对社会生活与现实
问题的关注上，如应用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传媒人类学
等。这些分支领域的研究，在探索理论议题的同时也注重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昭示着人类学
已经和现代社会生活密不可分，而不再是一门孤芳自赏的边缘学科。公共人类学在世界范围
内的提出与迅速发展，不但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学科视野，也提供了一个整合人类学资源，
促成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乃至与公众之间进一步沟通、对话的契机。可以相信，中国人类学者
能够在公共领域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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